
2015 年 11 月 河 北 学 刊 Nov． ，2015
第 35 卷第 6 期 Hebei Academic Journal Vol． 35 No． 6

人民公社时期农户劳动报酬与劳动激励再探讨
*

———1970 年代河北一个生产队的例证

徐卫国
( 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836)

［摘 要］1970 年代中后期河北保定清苑县一个生产队的实物账及其他调查资料，从一个侧面呈现出人民公社时期工分

制下农户劳动报酬与劳动激励的关系。具体分配措施中的实物报酬比例确实与农户劳动投入( 出勤) 有高度的相关性，

按劳分粮比例过低抑制了农户的劳动力投入。受工分制中不劳动就没有工分、没有工分就不分粮这种“不劳动者不得

食”的制度约束，农户会追求一定程度的高出勤率，但高出勤率却不一定意味着强劳动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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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公社时期农户劳动报酬与劳动激励的关系问

题，一直备受学术界关注。近年来相关研究成果已十

分丰富。杜润生［1］、林毅夫［2］( P83)、张乐天［3］、辛逸［4］等

学者的研究颇有代表性。他们认为，在当时的技术条

件下，集中经营不适合农业经济的特点，劳动的监督度

量极其困难，劳动报酬与劳动态度和结果脱离; 实行工

分制的经济分配带着很大的“按需”成分和浓厚的平均

主义色彩，极大地影响农民生产积极性。高王凌证实，

集体化时期农村存在农民瞒产私分粮食、出工不出力

等“反行为”现象［5］。黄英伟发现，农户对收获与劳动、
收入与享受的权衡，会影响劳动投入［6］。张江华则通

过一个生产队的个案研究提出，这一时期并不存在所

谓的平均主义与“大锅饭”; 采取工分制的分配制度事

实上是一种强劳动激励制度; 大量无效劳动的存在才

是导致集体经济效率低下的原因［7］( P1—20)。
上述研究，大大丰富了对人民公社和集体化经济

的研究。笔者 1998 年参加了“第四次无锡、保定农村

调查”①。期间，在所负责的两个调查点之一———河北

省保定市清苑县 Z 镇 X 村②，有一位老会计提供了

1970 年代若干年份 X 村( 大队) 第 9 生产队的会计资

料，内容以第 9 生产队实物分类明细账和实物分配总

决算表为主，还有部分现金明细账③。本文将以第 9 生

产队为例，截取其若干年的实物分配及其他统计和调

查资料加以讨论，为农户劳动报酬和劳动投入的关系

问题提供一些佐证，证实实物报酬的分配比例，确实与

劳动投入( 出勤) 有高度的相关性，亦即按劳分配比例

低而抑制了社员生产积极性; 由于“有工分才分粮”( 不

劳动者不得食) ，社员会追求一定程度的高出勤率(“抢

工分”) ，但高出勤率不一定意味着追加劳动，不一定意

味着强劳动激励。

一、农户分粮比例与劳动投入密切相关

人民公社时期，劳动报酬的支付原则是“按劳取

酬”，实际过程是按劳动工分的多少来分配农产品等实

物，现金支付极少。也就是说，农户的劳动报酬主要是

以实物的方式获得。总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不劳动者不得食”。分配一般以户为单位，总决算表上

只记户主姓名。
第 9 生产队会计资料显示的具体分配过程是，生

产队依照每户工分总额，并按一定比例将粮食分配到

户。其中的“人分粮”( 亦称“基本口粮”) ，系按全家标

准人数来分配的，依照政策规定，一般占每户所得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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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创新工程”项目《近百年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农户经济的转型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写作过程中，

樊果博士、黄英伟博士和项目组其他成员都提出了富有启发性的意见。
关于1929 年以来先后四次无锡、保定农村调查的基本情况，参见史志宏《无锡、保定农村调查的历史及现存无、保资料概况》(《中国经济史研究》

2007 年第3 期)。
该村位于清苑县城以南约12 公里。
对这批资料的详细介绍，参见徐卫国、黄英伟《人民公社时期农户劳动报酬实物化及其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2014 年第4 期)。



的 70%左右; 另外还有“工分粮”，系按全家工分总额

( 折算为工分总值之后) 来分配的，一般占每户所得粮

食的 30%左右。两项相加，即全年总决算所分配的粮

食。其中，某户社员如在年内“已分粮”数量未达到总

决算的数量，就需要分“找齐”粮; 反之，如“已分粮”超

过总决算数量，就必须“退回”。当然不必退回粮食实

物，而是在年终总决算时退回折款即可。其他农副产

品，均按人口分配，但也需要农户以工分值抵扣折款。
下表1 是第9 生产队27 户社员历年劳动工分和所得报

酬( 粮食) 统计示例:

表 1 第 9 生产队 27 户历年工分和分粮情况( 示例)

年份 姓名 标准人 工分总分 人分粮( 市斤) 工分粮( 市斤) 全年分粮( 市斤) 每 10 个工分平均工分粮

1974
杨＊＊ 6． 8 8084 2645 704 3349 0． 87

………

1975
杨＊＊ 8． 5 10781 2975 770 3745 0． 71

………

1976
杨＊＊ 8 9501 3090 808 3898 0． 85

………

1978
杨＊＊ 7 9964 3066 937 4003 0． 94

………

1979
杨＊＊ 7． 3 7911 3207 1286 4493 1． 63

………

1980
杨＊＊ 7． 75 5516 1573 827 2400 1． 50

………

资料来源: 根据第 9 生产队各年实物分配总决算表整理( 缺 1977 年资料)。参加分配的儿童，只能按年龄计为小于 1 个自然人的

“标准人”。为保护和尊重隐私，户主姓名均作模糊处理。为节省篇幅，本表只节选 27 户中的 1 户为例，有兴趣的读者可索取全表。

根据下表 2 的统计，如不计 1977 年，27 户五个年

份人均分粮 509． 74 市斤。其中，人均“人分粮”392． 64
市斤，人均“工分粮”117． 10 市斤，“人分粮”比例超过

77%，接近八成，明显高于“工分粮”。七成以上的粮食

按人口分配，这就是按需分配了; 剩下不到三成才是按

劳分配。亦即粮食实物分配是按需分配为主，按劳分

配为辅。不过，除了五保户，对每一农户而言，按人分

粮需要工分值抵扣，农户中无劳动能力不能挣工分的

老幼成员，需要其他有劳动能力的成员通过劳动挣工

分来供养，均不得不劳而获。如前所述，学术界大多认

为，农村人民公社的收入分配制度名义上是按劳分配，

实为平均主义式的按需分配。但这种带平均主义特色

的分配方式，却需要有劳动才能实现。这样的分配方

式，能保障每户社员填饱肚子，维持基本生存，并有规

避风险的作用。当然，平均分配中，差异依然存在。各

户因总工分的差异，人均分粮数也有颇大差异。
这样的劳动报酬支付方式对劳动积极性是有影响

的。第 9 生产队账本中若干年相对完整的统计数据，

为我们分析这一问题提供了实证资料。
如前所述，在粮食分配中，一般有按劳动数量( 工

分) 分配和按人口分配两种形式。普遍认为，如果按劳

分配比例高则劳动积极性也应该高。实际情形究竟如

何呢? 这就要看上年粮食的按劳分配比例与本年的劳

动投入量( 工分数) 有多大的相关性，亦即需分析 27 家

农户当年标准人均工分和上年工分粮所占比例有多大

的相关性。首先，计算历年 27 户标准人均工分和按工

分分粮比例，结果如下表 2 所示:

表 2 第 9 生产队历年 27 户标准人均工分和按工分分粮比例

年 份 标准人均工分数
按工分分粮比例

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上年按工分分粮比例

1974 1301． 73 0． 22 0． 09 0． 38 ．
1975 1397． 58 0． 23 0． 10 0． 70 0． 22
1976 1297． 93 0． 22 0． 08 0． 36 0． 23
1978 1321． 93 0． 21 0． 06 0． 37 ．
1979 1361． 14 0． 32 0． 14 0． 56 0． 21
1980 1083． 21 0． 42 0． 19 0． 72 0． 32

各年平均 1293． 92 0． 27 0． 06 0． 72 0． 25

资料来源: 根据第 9 生产队历年账本整理、计算( 缺 1977 年资料)。

上表 2 的数据可以这么理解: 当年标准人均工分 与上年工分粮所占比例相关程度较高，并且较高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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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工分粮所占比例，与当年较高的标准人均工分，是相

伴出现的，这可以理解为在此期间，上一年工分粮所占

比例的增加量伴随着出现当年人均工分某种比例的增

加量，而且这个比例也是较为稳定的。接下来，就能进

一步计算这期间当年标准人均工分与上年工分粮所占

比例的相关系数，以此定量分析人均工分( 劳动投入)

与工分粮所占比例究竟有多大的相关性。
历年标准人均工分与上年

表 3 工分粮所占比例的相关系数

年份 1974 1975 1976 1978 1979 1980 总计

相关系数 － 0． 9216 0． 8337 － 0． 9245 0． 8465 0． 6738

资料来源: 根据第9 生产队历年账本整理、计算。

经计算，历年按工分分粮比例与标准人均工分数

的相关系数平均超过 0． 67，有的年份甚至高达 0． 92。
这说明上年按工分分粮在总分粮数中所占比例越高，

则该年农户的劳动数越高，亦即按劳分配比例与劳动

积极性正相关。
这样的分析表明，按劳分配程度高，一方面客观上

以劳动获得报酬可能就不再具有必需品性质，农户不

愿意为此多投入精力; 另一方面，农户主观上可能觉得

以劳动获得报酬的有效性提高，对按劳分配程度的变

化反应也更灵敏。亦即通常所理解的那样，当按劳分

配比例增加时则农户劳动积极性高，对劳动的激励更

显著，社员倾向于多投入劳动。然而，生产队的实际情

形是，按劳分配部分比例太低，一般仅占 20% ～30%。
第 9 生产队这一比例通常在 23%左右。这也可以部分

解释集体化劳动积极性之所以不高的原因所在。因

此，这样的分配制度，在劳动激励方面固然有一些正面

作用，但其缺陷却是十分明显的。

二、高出勤率不等于强劳动

激励和高质量有效劳动

对农户而言，谁家挣得的工分多，这户总收入、实
物报酬和分得的现金也就多。那么，在计时工分制中，

大量出工，提高出勤率，就是农户获取更多收入的主要

方式。换言之，不劳动者不得食，对有劳动能力的社员

而言，就意味着出勤者可得食。这与前工业社会的小

农生产方式既有相似性，又有不同处。相似之处，均要

投入较多的人力和时间; 不同之处，社员的高出勤率并

不一定就意味着强劳动激励，不一定意味着高的劳动

效率。

一般来说，劳动生产率用每个劳动者在单位时间

内所生产的产品量( 产品数量或价值量) 来计算，或用

单位产品所耗费的劳动量来计量。那么，衡量工分制

是否为“相当有效的劳动激励制度”［7］，就不能仅仅观

察一个社员一年中的劳动日数量以及工分额。劳动日

数量和工分额，既衡量每位社员完成的工作量( 如平整

了几亩地，收割了多少斤小麦) ，也衡量社员的出勤天

数。那么，实际劳动中，就存在一种情形: 工分制也是

对社员出勤率的激励，所谓“追加劳动”，其实也意味着

增加出勤率。
然而，出勤率高不一定意味着出大力流大汗、劳动

质量高，也不一定意味着农业产出的增加。例如，出工

不出力、劳动不求质量，或为多得工分去点个卯、耗时

间。这在计时工中尤其明显。计件工( 包工) 的劳动效

率明显要高一些，但也存在偷懒、投机取巧行为①。这

样的劳动投入，工分确实挣到手，但并未实现最大产

出。当然，如果把强劳动激励限定为更多地出工( 出

勤) ，工分制确实是一种强激励制度安排。
从农户角度看，更高的出勤率意味着更多的工分

和报酬( 包括前述学者所说的大量“无效劳动”)。无论

是为集体劳动，还是被征调为国家劳动②，参加者都能

从生产队获得工分。对农户而言，在没有权利自由选

择其他工作机会时，平调劳动既有免费的食物，又能挣

工分，是很划算的。
从生产队集体角度看，出工不出力的低质量劳动

是无益的，只有能增加粮食产量的劳动才是有效的; 国

家组织的水利工程之类的平调劳动，对生产队只是部

分有益( 可能有助于增加粮食产量，不是有学者所认为

的绝对无效) ，但因为占用大量劳力、额外增加了与生

产队生产无关的社员工分，因而是部分无效的。
从国家角度看，能完成水利工程和征购粮的劳动

就是有效的。国家希望农户尽可能多地投入劳动，生

产更多的粮食、完成更多的工程。农户被限定在农村

“以粮为纲”，且国家一声令下又能参加公共工程，这对

于实现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业化赶超战略的目标

是有益的，至少当时中央政府是这么认为的。
三者之间，既有利益交集，也有利益冲突。社员在

生产队的劳动是否是高效率的，可以近似地与社员在

自留地的劳动效率比较。通过个案研究，可以初步认

定，与 自 留 地 劳 动 比 较，集 体 劳 动 损 失 产 值 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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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人民公社时期，笔者在生产队每年都要参加水稻田的插秧劳动，一般都是包工，每家承包一小块稻田或一大块稻田中的一垄，工分按面积大

小而定。按当时密植要求，每株秧苗间隔为6 寸，但为多劳多得、赶进度，间隔大多都在 7 寸，监管者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社员工分到手，但稻谷产量

并能有所提高。
社员被国家征调参加劳动，如大的水利工程建设，由国家免费提供食物，但由生产队记工分。



25%［6］( P174)。
尽管工分挣得多的农户，分得粮食、应分款、余款

也相应较多。反之，则较少或亏款。但是否能推论，农

民会受到多投入劳动、多挣工分的激励呢? 这需要视

具体情况而论。前述分析表明，人均工分并没有呈现

逐年递增的态势。于是，我们看到的现象是，农民( 社

员) 一方面会多出勤、多劳动、多挣工分、“艰苦奋斗”，
另一方面又不会无限投入劳动、追求工分的持续增加。
这一情形，一方面表明，按人口需要分配中的实物折款

促使社员投入最低量的劳动，按劳分配也会激励有劳

动能力的社员增加劳动投入，体现了“不劳动者不得

食”的原则，但按劳分配的低比例会压抑社员的劳动积

极性; 另一方面，体现了恰亚诺夫所说的边际劳动辛苦

程度与劳动的边际效用达到均衡的情形［8］。
就每一农户的具体情况而言，家庭成员的年龄、性

别构成和健康程度，也会影响挣工分的多少，从而影响

收入分配。“整劳力”越多的农户，挣工分也越多，收入

也越高。老、幼、病较多的农户，挣工分的能力自然处

于劣势，收入也低。
当然，由于分配中的所有实物均做折款处理，按人

分粮也是需要拿工分值去换取的。有劳动能力的社员

必须挣够最低限度的工分，能抵得上“人分粮”的价值。
尽管可以赊欠，但社员如有劳动能力而不出勤，去挣最

低限度的工分，长期戴着“超支户”、“欠款户”的帽子，

会遭周围人白眼，经受羞愧的折磨。故而，即便是按需

分配，因涉及到实物折款问题，也会对劳动产生起码的

激励作用。更何况还有“阶级斗争”的恐惧压力、文件

学习和“学大寨”的思想动员、各种表彰活动的正向激

励。

三、结 语

本文的个案所提供的实证数据进一步印证了劳动

投入与按劳取酬比例正相关。但更多的劳动投入，却

常常意味着更高的出勤率; 按劳取酬( 分粮) 的比例过

低，又会使农民减少劳动投入，降低出勤率。这是一个

有着内在冲突的激励机制。
简言之，工分制的制度设计确实能激励农民多出

勤，多挣工分; 农民也确实付出了辛苦的劳动。而按劳

分配比例过低，则激励农民虽然追求高出勤率，但又可

能出工不出力。所以，不能认定工分制是一个强劳动

激励的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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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discussion of Labor Ｒeward and Labor Incentives in People’s
Commune: Base on a Production Team of Hebei Province in 1970’s

XU Wei － guo
( Institute of Economics，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100836，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real accountant books and other investigation data of a production team Qingyuan
county Hebei province in 1970＇s，we discussed the relationship of household labor reward and labor in-
centives under workpoint system． We argue that there is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labor reward and la-
bor Incentives． However，the high attendance rate not means strong incentives but for pursue more work-
point that is only income for people’s commune farmer．
Key Words: people’s commune; workpoint system; labor reward; labor incentives; attendance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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